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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当我们在语言相对论的研究中倡导语言对思维的形成力作用时，一个至关重要问题是，我们

谈论的语言和思维到底是什么。相关大脑神经科学至今尚未用直观实验数据向我们展示，语言和思维在人

的大脑中到底以什么形式存在，怎样相互关联。因此，不仅语言相对论，关于语言和思维相关性的所有研

究，现在都仍旧不过是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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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语言和思维这两个对于语言相对论研究、其实也应该是对于我们熟悉的那些语言学理论，

比如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头等重要的对象。至今缺乏共同认可的定义。 

语言和思维，都发生在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中，后者是相关科学至今无法直接观察的黑箱。

对语言和思维的各种定义，都不过是相关研究解构这个黑箱的尝试。所以，尽管定义纷繁，

但是我们似乎没有看到，提出一种定义的人，试图或者能够理据充足地反驳或否定另一种定

义。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在语言相对论假说相关的讨论和研究中，也是在一般的语言研究

中，基本上没有人从争论语言和思维这两个对象的明确定义着手。不过，为观察和描述两者

的相关性，我们需要对它们有较为确切的认识。 

1 语言 

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符号是声音和意义任意的结合，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语言是一种

分析工具，语言是我们存在的一种形式，语言是一种行为，语言是句子的集合，等等。这些

都是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们熟悉的定义。就这些定义，人们似乎很难同意语言相对论的主张：

我们怎么说话，可能影响、甚至制约我们怎样想吗？不说话、不写，就没有思维活动吗？“我

怎么想，就怎么说”，而不是“我怎么说，就怎么想”，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过深究起来，

语言并不是我们怎么说、说什么，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语言并不是指说出来的话，而是它

在人能够意识到的理性活动“后边”的一个什么东西。语言相对论谈论的，是这个“东西”

和思维的相关性。 

洪堡特说，语言是人的一种理性器官。器官是人的一种生物-生理属性，而不仅仅是说

出来的话，或者看得见的符号。从这个角度，看来比仅从言语现象或者符号系统的角度来谈

论语言和思维的相关性，更有依据，这里我们谈论的就不仅是发出和听到的声音、看见的符

号，而是人并不能凭主管意志操纵的一种生理机能，就像血液循环、呼吸、消化等生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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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在我们意识不到的层次上，引导着思维活动。洪堡特的这个思想，在他那个时代尚无

相关大脑神经科学直观实验数据的支持，因此更多的是一种比喻说法。 

乔姆斯基将语言描述为大脑的一种机制，似乎是延伸了洪堡特的思想。不过，不论是器

官、还是机制，都没有、而且也不太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被大脑神经科学用实验直观地

向我们展示。这个“器官”或“机制”到底存在于大脑的什么地方，怎样发挥功能，一直是

大脑神经科学研究者追求的目标。 

由法国医生布洛卡在1860年和德国医生韦尼克在1874年分别发现的大脑皮层中的布洛

卡区和韦尼克区，被认为大脑执行语言机制的神经中枢，其损伤会导致各种言语障碍。不过

研究者后来发现，这两个中枢的损伤，实际上只是导致口头言语行为的异常，患者仍旧能够

正常理解言语，并且能够正常阅读和书写。结论是，这两个中枢控制的是发音器官相关肌肉

的发音动作，看来还不是“语言”本身产生和运行的“地方”。 

始于 1990 年的 FOXP2 基因研究，似乎是寻找语言的生物—生理属性的新契机。这是

从对英国一个KE家族的言语行为研究中发现的(KE家族现在已经成为医学上的一种语言障

碍症的名称)。这个家族的成员都表现出基本相同的言语行为障碍。基因分析显示出，这个

家族成员的 FOXP2 基因发生了某种变异，于是一些研究者认为发现了人类的“语言基因”。

不过，更多的观察事实让这个结论也受到质疑。有研究表明，这个家族的语言障碍，基本上

也表现为不能正常控制发音相关的面部和口唇肌肉运动，使一些发音动作受阻。这与布洛克

区和韦尼克区损伤的区别不大。 

研究还表明，关于 FOXP2，有一个被确认的观察事实：这个基因并非人类独有，其他

哺乳动物、甚至鸟类，也有这个基因。FOXP2 基因的主要作用，是控制在胎胚发育过程中

肺、心和胆脏的发育，并控制神经基板（脊椎动物胚胎中以后发育为神经系统的部分，为胚

胎背部外胚层增厚形成的细胞板。前端宽，发育成为脑；后端窄，发育成为脊髓）的产生。

以老鼠为对象的研究（Shu et al. 2001）表明，FOXP2 基因在人与老鼠的共同祖先的大脑发

育中，已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包括比如肌动控制的神经基板模式化。人和老鼠的 FOXP2

版本的区别，仅在于 FOXP2 蛋白质中三个氨基酸的差异，其中的两个氨基酸，在人类世系

从人类与黑猩猩的最后共同祖先分离出来后，发生了改变（Enard et al. 2002）。对人和黑猩

猩的蛋白质序列的电脑对比分析发现，这些变化之一，改变了蛋白质调节 FOXP2 功能的方

式，对 FOXP2 的功能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对 FOXP2 基因种内变异的基因组位点的数学分

析表明，在人类进化史上相对较晚的时期，FOXP2 基因一直是进化选择的目标。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人类特殊的 FOXP2 基因是在最近 20 万年内固定下来的，这正好

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类(智人)出现的时期。这个结论被一些考古发现证实与人类熟练的口头语

相关。同时，对 KE 家族成员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他们的语言障碍，不仅限于发音动作，还

有一些纯粹语言的缺陷，比如不能运用、也不能辨识某些语法结构。这些发现，鼓舞研究者

进一步从这个方面寻找人类语言到底是什么。 

诸如 FOXP2 基因的变异，如果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人类语言的起源，那么，研

究者或许会提出问题：是什么导致了人类的某个基因发生“语言突变”？ 

实际上，在 FOXP2 基因假说出现之前很久，在语言起源的研究领域里，研究者已经从

“外来的入侵”这个角度来假设语言的起源。比如，19 世纪就有所谓的“病菌假说”。Steinthal

将语言的起源喻为“语言病菌”（germ of language）的作用。就这个“病菌”源于某种创造

力、还是由动物的理性发展而来这两种观点，Steinthal 认同前者：“基于如今的儿童来研究

语言的产生，实际上已经设定了人类（homo）这个前提。这样的研究能够展示的只能是植

株如何由病菌发展出来，鸡怎样从蛋里孵化出来。可是病菌本身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仍旧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91/1208241?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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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研究”（Steinthal 1877：305）；“语言病菌显然是儿童先天具有的；原始人没有这

个语言病菌。语言病菌需要自己在原始人(的机体中)形成”（同上：309）。这里的“病菌”

应该看作是一种隐喻的表达，它实际上是讲的人类语言机制的形成。 

乔姆斯基（Chomsky 2008）也用隐喻的方式假设：我们知道在进化过程中有某种东西

出现了。这种东西出现过一次，而且我们知道这发生在最近(物种进化的以亿年计的过程)。

这种出现，在进化论的意义上似乎相当突然地发生在一个拥有大容量大脑的机体里，这个机

体由于某种原因发展起来，而且可以想象，通过这个大脑的某种重构(重新布线)，一些物理

过程也发生了，这些过程导致某种东西以最佳的方式开始工作，就像病毒的外壳。那些比较

突然和剧烈的突变可能导致智能品质，这种智能是人类独有的，而掌握语言，就人而言是这

种品质最具特色的指征。 

某种“微生物”的观点，并非只是隐喻。在语言起源的研究领域中，是被作为一种严肃

的假说在讨论。有研究者确实将语言的起源归结为比如阿米巴细菌的作用（Szathmary 2001）。

Piattelli-Palmarini 等（2004）关于语言病毒的表述是：随着大脑和心灵的重构，人拥有了一

个基本的句法体系，就像是一个免疫系统。对于这个体系，某个外来的刺激就像入侵的病毒，

句法体系的免疫功能在于，由其抗体决定这个外来的形态病毒（morphological virus）是否

能够生存，最终形成了这个免疫系统的结构。 

Jakobson 试图从基因和细胞遗传的角度，来猜测语言的起源和进化。他认为（Jakobson 

1968，1973；并参看 Segré 2000，2002；Katz 2008），mRNA 分子上的遗传密码（genetic code），

可能是语言代码的遥远祖先，语言的句法基础就是这个遗传代码的模型。自然语言的深层结

构可能来源于嵌入活细胞的语言生化祖先（biochemical ancestor），形成了语言在基因层次

上的原始代码。人类言语包含的那些不可剥夺和不可改变的特征，主要起源于发声器的下部，

位于腹膈区和咽喉之间；这就是说，人的语言能力植根于发声器，是特定的生理范畴。这样，

语言的遗传禀赋就可以假设为：原始代码可能经历了不同的进化阶段，逐步地修改了它的表

达方式：最初是核酸的，后来是蛋白质的，最后在生理上(发声器官)达到了言语阶段。 

语言的自我组织被 Hurford（2008）从 Baldwin 效应的角度解释为：语言的每一个新学

习者都以理想化的方式，复制他观察到的语言模式。语言的特征因此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发明，

也不直接受基因指令，而是世代重复使用的结果。就来自基因的直接压力而言，每个个体都

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这个过程，成百上千的微小的无意识临时行为的积累，促成基因层次

上的某种变化，导致了语言本身存在的现状。 

研究者还从一些与“微生物”假说类似的角度猜测语言的起源和进化，尽管这些猜测或

许永远不能被相关科学用实验或观察事实真正检验。Keller（1994）的“第三种产物”说，

认为语言不同于植物、动物之类自然产物，也不同于房屋、车辆之类人造物，是由一只“看

不见的手”创造的第三种产物，类似蚂蚁、蜜蜂、鸟类、鱼的群落。语言的起源和进化，不

是某个个体或者集合在一起的若干个体的创造，而是由看不见的手操纵的一个自我组织的过

程。这个自我组织的过程也被表述为“语言以自身发展来适应人这个寄体”（Christiancen 1994：

126）。 

这类假说有的从起源角度，有的从进化角度，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归根结底并不是我

们听到的话，也不是看到的文字，而是人体机能甚至在基因层次上的组成部分。语言和思维

(思想)是什么，归根结底需要从人的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中去寻找答案。当代大脑神经科学已

经可以通过核磁共振波谱（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直观地展示脑电波的运动，

比如脑电图上指示脑电波活跃的光点。脑电波的运动归根到底是一个基于蛋白质的电化学过

程，因此，我们虽然仍旧不太可能定义语言是什么，但就此可以比较肯定地说：言语活动本

质上是大脑中的一个电化学过程 。这就向语言的明确定义靠近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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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维 

在所有研究对象涉及到人类思维的科学领域内，思维也同语言一样，没有被一致认同的

明确定义；同“语言”相比，“思维”或许是一个更难把握的对象。这是因为，不论研究者

怎样定义，语言终究可以表现为一个具有物理属性、可以直接感知的存在；而思维尽管可能

在大脑神经科学研究中，被解释为大脑中的电化学过程，但是对于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研

究，它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思维”可以被思辨，却不可能被经验到、被观察到。

大脑神经科学的实验，或许可以让研究者以某种形式看到思维活动的电化学过程，比如，他

们可以通过核磁共振波谱，看到屏幕上闪动的光波，然后指着这些光波说，这就是人在思维。

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看到”了思维本身。 

普通人或许将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他们可能不知道： 

“语言”是什么，但是都可以没有任何困难地理解“说话”这个行为是什么，什么是他

说出来的话；他们也可能不知道思维(思想)是什么，但是他们却可以信心十足的认为：我在

想，这就是我的思维；我想的东西，就是我的思想。这是普通人对语言和思维(思想)的前科

学的、朴素的理解。 

尽管语言研究者不会认为，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沿用了普通人对“语言”和“思维”这

两个概念的那种理解，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他们的立场与普通人前科学的、朴素的观念，

相距并不遥远。在一般的语言学研究中，“思维”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被默认了

的概念在使用；要深究这个对象的实质、明确地定义这个概念，似乎并不是语言学的议题。

深究起来，语言研究其实也满足于一种大体上不导致谬误的“思维(思想)”的定义，虽然比

普通人的朴素观念看似严谨了许多，但本质上也就是“我在想=思维”、“我想的东西=思想”

这样的观念。 

然而，当我们立足语言相对论谈论语言和思维的相关性时，我们需要解释的是“语言对

思维的形成力作用”。说明什么是思维，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话题。尽管思维是一个头等重要

的研究对象，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我们似乎不太可能针对思维提出、并论证一个全新的定

义。其实，我们语言研究者对自己在研究中使用的“思维”这个概念的理解，仍旧是在对思

维的最普通定义的范围内：思维是人的认识的最高级形式，是大脑反应人面对的世界的过程。

这个过程基于两个原则上有区别的心理-生理机制： 

— 不断地接收信息，形成和充实人的概念存储； 

— 不断地导出新的判断和推理。 

基于这两个机制，我们就应该认同： 

（1）思维使人获得关于真实世界中的客体、属性和关系的知识，这些知识并不是作为

“刺激—反应”直接结果的感知觉经验； 

（2）思维必须在内隐的或外显的语言中、或者在行为中表现出来。 

就此，我们可以将作为语言相对论讨论对象的“思维(思想)”，以工作假设的形式简单

表述为：在人们将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觉经验当作理性操作(认识、描述、推理等) 的对象时，

他们使用语言，完成对感知觉经验的编码—传递—解码理性操作；这个操作的结果，就是可

以传递、可以理解，可以存储、可以反复提取的关于真实世界的信息。这样的操作过程就是

思维，操作的结果(信息)就是思想。语言相对论谈论的思维(思想)，只涉及这个层次。 

讨论语言相对论，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使用的思维这个概念，不应该包括什么。

这是因为，在我们尚不能单义地定义思维是什么时，重要的是避免超出语言研究应该和能够

涉及的范围来定义思维，导致对语言相对论思想的错误理解，不论这样的理解是出于对语言

相对论的支持或挑战。在语言相对论研究中谈论思维，我们谈论的实际上并不是思维这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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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生理-心理机制的全部，而是只涉及思维的方式，即思维的主体通过什么手段和工具，来

接触并把握思维的客体、完成信息的接收-加工-存储-提取-输出等操作。 

超出语言相对论的解释范围来谈论思维(思想)、并就此讨论语言和思维的相关性，往往

导致谬误，而且多出于寻找支持语言相对论例证的努力。比如，有研究者（Harvey 1996）

试图用语言相对论的思想，来解释西方哲学传统流派的差别，认为德国哲学的古典唯心主义、

法国哲学的二元论和理性主义、以及英国的唯物主义怀疑论等哲学流派，是由德语、法语和

英语的词汇和句法特点决定的。这实际上是对语言相对论解释范围一种不切实际的扩张，因

为这样的解释马上就会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陷入无能为力的困境。例如：按照对语言和思维

相关性的这种理解，人们就可以推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因为 Kant、

Fecht、Hegel、Feuerbach 等人的哲学思考，而是因为他们的母语是德语，也就是说，古典唯

心主义哲学从德语成型为一种语言时，就注定只能在德国、而不能在其他任何语言集团中兴

起和发展。由此推断，Kant 如果是法语母语者，他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是古典唯心主义。

类似的问题，虽然现在看来都只是无法证实的假说，但是它们包含的一个推论却明显是谬误：

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至少是这种哲学思想的萌芽，在德语作为一种语言产生时，就已经

作为语言的“副产品”而产生了。 

与此类似，在谈论语言对思维的形成力作用时，还有一些研究者将语言能够影响甚至决

定的范围，扩展到若干与人的理性和社会活动相关的思维活动，比如“意识形态领域和理论

著述的意义”，对“文化的理解或误解”（Cole et al. 1974）；认知提示系统（cognitive cueing 

system），比如人际关系、行为规范、道德法律等（Kemmelmeier et al. 2004）；教学方法（Lee 

1997）；人文、政治、社会、伦理、教育、医疗乃至心理诸方面的问题（McWhorter 2014）；

人类的认知过程，比如感知，记忆，推理，演绎（Brown 1986），等等；一些研究者甚至认

为（Clark 1996），从语言和语言的使用方面来看，语言相对论应该考虑到人的交际活动、

文化、社会规约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考虑心理意象、社交技巧、技术知识以及人对音乐、诗

歌、地方和人物的记忆等等。更极端的看法是，语言相对论是一把大伞，囊括语言多样性和

思维关系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这些关系问题的不同观点（Pavlenko 2016）。 

这些观点，看上去似乎为检验语言相对论假说提供了大量实例，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若干

新的切入点，然而，这些被不适当地归入语言相对论解释范围的观察事实，实际上提供的是

批评语言相对论的切入点，它让语言相对论的支持者自己陷入了处处面对挑战的困境。我们

当然不能说语言相对论成为挑战和批评对象，是因为有类似的观点，但是将思维等同于人类

全部的精神生活，并由此出发来讨论语言和思维的相关性，语言相对论的支持者根本无法应

对诸如“哲学思想与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这种思想全然无关”这类批评。  

另一种超出语言相对论解释范围来讨论思维的理论，就是所谓的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经常被认为是可以用于反驳语言相对论的有力证据：既然思维活动可以依靠形

象、而不是依靠语言来完成，那么，在人的相当一部分思维活动中，语言对思维的形成力作

用就不存在了。音乐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往往被用作论证形象思维的一个重要观察事实；

甚至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拏，都认为自己的许多科学思维，是在形象中完成的。 

我们或许不能否认形象思维是人能够完成的一种思维活动。然而，如果形象思维可以同

运用语言完成的的思维活动相提并论，成为讨论语言和思维相关性的一个话题，那么一个起

码的前提是，它应该具有思维的一个基本属性，即它必须能够在内隐或外现的形象或动作中

表现出来。但是事实是，不论有人怎样坚称他能够完成独立的形象思维活动，却没有人、包

括研究者自己和声称自己能够用形象完成科学思维的科学家，可以用形象或者动作，向我们

展示他们的形象思维活动过程、以及这个活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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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通过内省都能把握的一个事实是：如果形象思维在人的头脑中是用一

个、或者若干相互关联(也许无关联)的形象来完成，那么，即使有可能将这个或这些在他头

脑中用以完成思维活动的形象逼真地画出来、或者用其他形式展示出来，也不会有人仅仅依

靠这样的展示就能理解，这个(这些)被看见的作品，展示了什么样的思维活动过程及其结果。 

要使形象思维的过程和结果成为能够被理解的信息，声称自己在语言之外完成了形象思

维的人们，必须有一套符号系统，可以用来编码-传递-解码他们在形象中完成的思维活动过

程及其结果。这样的一套符号系统，显然不可能是每个完成形象思维的人独自拥有的。为此

我们需要确认，这一套“形象符号”是全人类共有、还是某个集团的成员共有。形象思维的

研究并没有提供观察事实和实验数据，证明全人类拥有一套共同的“形象符号系统”，通过

这个系统，形象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可以在人类的所有成员之间自由地传递。我当然不是指

的所谓“音乐无国界”之类文学浪漫表达，而是指形象符号(如果存在的话)能够以其形式和

意义，被人类所有成员用作载体，以完成形象思维并交流其结果。我们显然也不能认为可能

存在着通行于不同集团中的不同符号系统，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更大的困境：

这样的集团是在什么基础上形成的？我们是否能够定义相应于语言集团的“形象集团”？ 

事实上，所谓的形象思维，即使能够产生，也不过是一种私人的心理状况。而且，不管

拥有这种心理状况的人自己是否意识到、是否承认，实际状况是：如果没有语言，他甚至不

可能为自己清晰地描述这个心理状况。形象思维，不过是在人的头脑中一个(或若干)形象与

一个(或若干)个物、一个(或若干)事件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可以是实时的，也可能是储存在

记忆中的。建立这种联系，其实并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有许多轶事证据和研究者的观察，

都描述过动物的这种能力。区别可能只在于，动物头脑中的形象是个体的形象，而人头脑中

的形象，可能是一类事物的大致轮廓。有意思的是，一类事物的大致轮廓是归类这个范畴化

行为的结果，而范畴化显然不是通过形象思维能够完成的人类理性行为。 

由此我们应该认为，形象思维可能是人对世界的认知能力的组成部分，它与个体对外部

世界的感知觉经验一样，实际上只能发生在私人心理状况这个层次上。形象思维可能是其他

一些研究领域的对象，比如心理学、认知科学等等，但是在我们按照对人类思维最通常的定

义展开的语言和思维相关性研究、也就是在语言相对论的研究领域内，形象思维并不是可以

作为研究对象引入的“思维”，成为批评语言相对论的论据语言和思维对于普通人的认识，

是否可以毫不相干地单独存在？ 

没有语言的思维是否能独立存在？如果能，可以被人以某种方式体验到吗？反对语言相

对论的人，正是持这个观点，认为思想可以在语言以外形成，语言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

是内省可以告诉我们，人其实没有可能有脱离语言的思维，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哪怕在想象

中，给自己呈现一个没有语言的思维过程。 

离开思想的语言是否可以存在？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合：不懂外语的人听到外国人

说话，他听到的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串抑扬顿挫的声音，但是他肯定不会怀疑这串声音是

语言。这虽然不能证明语言确实可以脱离思想独立存在，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体验到，

什么是没有“思想内容的语言”。 

把力图挑战语言相对论假说的人们最终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思想可以在语言之外产生和

存在。自从 90 年代语言相对论研究重新活跃后，对这个假说的研究多集中在心理学领域内。

当心理学研究者按照他们对语言(或许并不准确)的定义来讨论语言相对论时，他们的论点往

往很容易陷入谬误。 

比如，为了反驳语言对思维的形成力作用，有心理学研究者认为（Mays 1972：9）“……

如果人们试着挖掘一下语言的符号结构，就会发现语言意义是和相互关联之概念的等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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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联系的。这些概念不等同于用来表达它们的言语陈述，这是从下述事实得到证实的：在

一些由于脑损伤而语言受到损坏的病例中，病人仍然能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尽管病人只是

在具体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个观点似乎也得到了神经生物学研究的支持。这个领域的研究

结果显示，布洛卡区或韦尼克区受损的病人，只是口头言语行为被破坏，他们的阅读、书写

和对言语的听辨理解能力，仍旧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研究结论并不能用来挑战语言相对论。正常的书面语言能力和正常的听辨、

理解口头语言的能力，说明病人的语言能力并没有受到损害，受到损害的只是控制口头言语

形成的运动神经。口头言语的物理属性、即由发音器官产生并在介质中传播的声音，并不等

同于我们在语言学中设定为研究对象的、也是人类语言基本属性之一的语音。语音作为一种

非物质的心理印迹，是语言的生理-心理机制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谈论作为声音和意义

结合体的语言单位时，“有声(语言)”并不是指通过发音器官产生、通过空气振动传播和接

收的声波，而是指作为大脑言语-思维机制组成部分的心理语音形式。控制口头言语形成的

运动神经受损，并未被证明可以对心理语音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用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受损、而书面表达能力仍旧正常的事实，来证明语言和思维

的分离，其实是关于语言本质的一个基本概念错误，即把语言的书写符号当成了语言单位本

身的直接载体，但实际上，自然语言的文字符号只是用来记录语音。 

将由于控制言语形成的运动神经受损导致的口头言语障碍，理解为病人可以以某种方式，

在大脑中枢神经的某个思维相关机制中，形成语言之外的概念、句子意义之类，并以此挑战

语言对思想的形成力作用，归根到底仍旧是把语言当成一个用来盛装思维内容的空容器。虽

然不少心理学研究者，特别是双语现象的研究者明确声称，在他们的研究中，语言就是这样

被理解的（Silverberg et al. 2004；Marian et al. 2007；Kousta et al. 2008），但是在语言学领

域内研究语言和思维的相关性，这样的定义是不能被接受的。 

与此类似，还有一些心理学研究者（Steinberg 1983）在论证思维先于语言并独立于语

言时，以幼儿在语言习得之前就能够理解口头语或书面语，来证明幼儿首先拥有的是同语言

无关的概念和思维，即思维能力。对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这种解释，且不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能

够被怎样理解，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已近乎谬误，因为我们无论怎样解释语言能力，它

都不可能仅仅是人能够通过发音器官的动作发出有意义的声音、也就是说出话语的能力。理

解语言当然是语言能力的组成部分，而且当然可能发生在幼儿能够说出话语之前。将幼儿在

开始说话之前能够听懂口头语这种无可争辩的语言能力，看成幼儿先于语言、在语言之外获

得的思维能力，甚至不能在定义语言能力的时候，作为见仁见智的结论来接受。 

3 结束语 

解释语言和思维活动(思想)的产生、储存、提取和表达方式，涉及到人在完成言语活动

和思维活动时，脑细胞、神经元、神经回路、脑电波、突触等大脑生物-生理结构的功能状

况、以及它们之间发生的电化学反应过程。观察大脑中的这类电化学反应，已经是当代大脑

神经科学能够完成的任务：人在思考（姑且用这种不无谬误的表述：没有语言参与的思维活

动)的时候，可以通过核磁共振波谱观察到脑电波的活跃；人在完成言语行为时，同样可以

以此观察到脑电波的活跃。但是大脑神经科学尚不能完成的任务是：我们观察到的脑电波活

跃，是两个分离的过程(两类性质不同的脑电波），还是唯一的一个过程（言语—思维活动）。

如果是两个，那么哪一个过程的活跃制约着另一个过程的活跃。如果是一个，我们怎样确定

这个过程开始于语言、还是开始于思维。 

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语言对思维的相关性时，我们就应该不再有这样的问题：说话

这个行为和说出来的话，怎么能够制约人怎么想？不过，大脑的这类功能状况，至今、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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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无法真正得到检验。其实并不仅仅是语言相对论，所有研究

I-语言的科学，包括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实质上都是尚未真正受到检验的假说。 

事实上，什么是语言，并不是语言研究能够独立回答的问题，它更是大脑神经科学需要

用实验数据解释的问题。而且，语言相对论不是以语言本身为对象的研究课题，它是从认识

论的角度，研究语言在人认识世界的理性行为中的作用，并不、或者基本上不涉及语言这个

符号体系在言语-思维神经活动的过程中怎样运行、存在于大脑中的什么地方、这个体系的

结构特点等关于语言的本体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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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 advocates the formativ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thinking, 

a crucial question is, what are language and thinking we are talking about. We have no up to now intuitive 

experimental data of neuroscience which would show us what happens in human brain when the 

speech-thinking mechanism activates, i.e. in what form language and thinking exist in the human brain, 

and how they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refore, not only linguistic relativity, but all theories ab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inking is still no more than a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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